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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民族国家主权边界
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在霸权主导下通过开辟高利润、低成本的
资本积累空间来克服。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它在亚洲集中
体现为经济结构与安全结构的脱节。世界帝国的历史遗产和独特的现代国家
构建经验，使亚洲成为决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未来变迁趋势的关键因素。中
国无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都自成相对独立的世界体系，
而不只是抽象的政治实体。这赋予了中国通过内部变革影响体系变迁的大国
能力，同时也塑造了其根深蒂固的国家脆弱性。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质是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中国如果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国家治理能
力不足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摆脱国家脆弱性的束缚，就必须依托于新的世界
体系，而不能局限于对陷入结构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技术上的修
补。“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具有世界体系构建意义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战略，
它试图将中国的内部变革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合起来，
最终发展出不同于霸权更替的体系变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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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冷战的结束对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①在后冷战时代，国家，
尤其是非西方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层次的变革中究竟扮演什
么角色？霸权周期性更替是否还能够顺利实现？它作为维持现代国际体系结
构稳定的关键机制是否依然有效？新的世界秩序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结构基
础上？这些问题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乃至广义的政治科学发展的主要
动力。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摆脱西方经验②的束缚，面对非西方国
家和地区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秩序
重构的压力，它们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与预测力。尽管不少学者指出，国际关
系学界长期坚持的无政府状态假设并不符合历史与现实，因为等级秩序普遍
存在于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和霸权更替才是国际体系的常态，③但
是，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稳定论实际上却将等级秩序的反复出现与霸权周期
性更替视为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和体系变迁的唯一可能的趋势。这是因为，
它们都坚持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民族国家
体系是永恒的，并且共同构成了 “现代性”的基本内容，进而认为西方世界
的工业化与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行为模式具有高度的
一般性。因此，它们都难以发现非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和整个国际体系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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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进化的可能性。中国正全力推进的 “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亚洲地区秩序
的丰富历史遗产，以及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不可否认，这些历史
遗产与历史经验中有类似于西方世界权力转移和霸权更替的内容，因为权力
支配关系塑造了人类社会的一般性政治逻辑。然而，这些历史遗产与历史经
验的相对独立性也塑造了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世界秩序观与战略行为，从
而可能产生更加平稳有序的权力转移方式，以及更加平等包容的世界秩序
形式。
冷战结束以来，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或霸权继任者的理论
不断推陈出新。如果依据 “持剑经商，战争立国，国强必霸”的西方民族国
家构建的历史经验来思考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必然会证实这些理论对中国
战略意图和行为倾向的假设，从而使中国可能尚未真正崛起，就会成为众矢
之的。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权力转移与霸权转移理
论，来思考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和制定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措施，
极有可能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直接对抗，并且引发非西方中小国家的疑
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是否应当沿袭西方经验去追求霸权地
位，而在于霸权更替对于维持国际体系结构稳定是否依然有效，以及中国是
否还具有通过西方经验指导下的民族国家构建，成为下一任全球霸权的客观
条件。不可否认，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方主导
的国际规则的遵守，尤其是对美国霸权的承认。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尤其
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中美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
相互依赖不仅没有产生相应水平的政治互信与安全合作，两国在地缘政治和
意识形态上的矛盾甚至有激化的可能。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
和政治不信任并存，经济合作机制碎片化严重，甚至相互抵触，从而逐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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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国斗争和中小国家对冲风险的工具。①例如，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曾经呼吁
打破 “亚洲悖论”，即安全风险与经济相互依赖并存的局面。②但她后来却在
“萨德”问题上不惜牺牲与中国日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来换取美国提
供的安全保障。此外，南海局势的升温与复杂化虽然与域外国家的介入有
关，但也充分暴露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政治不信任，以及中国传统经
济外交的局限性。上述现象表明，美国霸权曾经为亚洲创造的稳定是不可持
续的，亚太地区权力分裂的趋势强于权力转移的趋势，即任何国家都不可能
独自主导地区乃至全球秩序。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均势理论和霸权理论都难
以解释东亚地区秩序的变迁。③ 为了摆脱当前国际关系理论脱离实际的困境，
不少学者主张将理论构建与历史研究和区域研究结合起来，尤其要重新审视
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及其对理论创新的意义。④ 实际上，为了增强体系层
次的宏观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重新重视对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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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６～３４页；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
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３２～４８页；刘丰： 《东亚地区秩序转
型：安全与经济关联的视角》，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３２～５５页。
Ｄａｖｉｄ　Ｃ．Ｋａｎｇ，“Ｇｅｔｔｉｎ　ｇ　Ａｓｉａ　Ｗｒｏｎｇ：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Ｎｅｗ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２７，Ｎｏ．４，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０３，ｐｐ．５７－８５；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ｅｄｓ．，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ｓｉａ，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高程：《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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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冷战后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重要的发展趋势。① 有
学者将这一趋势概括为比较政治研究层次的上升和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
回落。②
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崛起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提出
了巨大挑战。③中国将如何运用不断上升的实力？这一过程将对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以及世界秩序的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基于世界体系分析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理论假设，
以 “一带一路”倡议为落脚点来进行回应。世界体系分析强调 “全球史观”
的重要性，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下的 “现代性”持强烈的批判立场。的确，
如果我们无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更替思维定势，就不能理解中国传统
的世界帝国治理经验与现代国家构建经验的独特性，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
—８—
①
②
③
Ｐｅｔｅｒ　Ｊ．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０，Ｉｓｓｕｅ　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７６，
ｐｐ．１－４５；Ｐｅｔｅｒ　Ｊ．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ｌｅｎｔ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ｄｉｓ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ｅｔｅｒ　Ｇｏｕｒｅｖｉｔｃｈ，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２，Ｉｓｓｕｅ　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７８，ｐｐ．８８１－９１２；Ｊａｍｅｓ　Ｎ．Ｒｏｓｅｎａｕ，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ｉｃｈｏｌｓ　Ｐｕｂ．Ｃｏ．，１９８０；Ｒｏｂｅｒｔ　Ｄ．Ｐｕｔｎａｍ，“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２，Ｉｓｓｕｅ　３，
Ｊｕｌｙ　１９８８，ｐｐ．４２７－４６０；Ｊａｍｅｓ　Ｄ．Ｆｅａｒｏ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１９９８，ｐｐ．２８９－３１３．
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国际关系研究》，
载 《美国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１１１～１２５页；李巍：《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载 《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７期，第５２～５６页；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
现实主义》，载 《外交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１３４～１５０页；高奇琦：《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
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８４～１０５页。
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思和创新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Ｈｕｉｙｕｎ　Ｆｅ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Ｗａｒ，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７；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阎学
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王逸舟：《创造性介入：
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王逸舟： 《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中的 “一带一路”倡议 □　
从而就不能正确评估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变迁的真实影响。①本文试图通过分
析亚洲秩序的历史变迁与中国内部变革的关系来证明， “一带一路”倡议是
中国试图应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和摆脱国家脆弱性束缚的产物，
它是中国传统的世界帝国治理经验和现代国家构建经验的延续与融合，旨在
将中国的内部变革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合起来，最终创
造出不同于霸权更替的体系变迁的可能。
二、世界体系分析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
（一）世界体系分析：从国家体系到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ｅｒｓｔｅｉｎ）认为，１９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将产
生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经验来源和分析单位，由此产生的传统与现
代、西方与非西方，以及国家、市场和国内社会等研究对象的对立，是造成
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源。因此，他主张通过世界体系分析来构建具有全球史思
维的、多学科一体化的新社会科学。②世界体系分析试图发现国家在全球资本
积累的 “中心—半边缘—边缘”等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对其
国内政治与国际行为的影响。③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学派与大多数国
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将整体的、历史的、多维度的世界体
系，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及其体系，作为研究国际关系与社会变迁的基本单
—９—
①
②
③
例如，唐健虽然指出 “国家模式”会影响权力转移的具体方式，但他所归纳的三种现代国
家模式，即 “世俗—自由模式” “神圣—集体模式”和 “威权模式”，本质上都源于西方民族国家，
尤其是欧洲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因此，他对中美关系走向的预测最终落入了 “民主和平论”
的窠臼，即中国只有彻底抛弃自己的 “神圣目标”，不断趋向 “世俗—自由模式”，才能防止在权力
转移过程中与美国发生战争。参见唐健：《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６３～９６页。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Ｗｅ　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ｎｄ　Ｗｈｏｍ，Ｗｈｅｎ　Ｗｅ　Ｂｏｕ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６２，Ｎｏ．４，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９５，ｐｐ．８３９－８５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
思社会科学：１９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版。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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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①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分析非常不同于所谓 ‘国际关系理论’。一个
重要的区别是，世界体系分析所探索的范围远远超过 ‘国际关系’。它力图
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如何运作，包括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政治框
架、文化环境等，并把所有这些方面当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看
待”。②实际上，对于中国乃至美国、苏联／俄罗斯这类建立在具有多元族群和
文化的超大经济社会基础上的超大国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它们视为抽象
的政治实体，而同样应当将它们视为整体的、历史的、多维度的世界体系。
例如，李形 （Ｌｉ　Ｘｉｎｇ）主张从四个相互联系的维度来理解中国的国家特性与
历史经验，即 “历史—文化的中国”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革命的
社会主义中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经济的中国”（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ｉｎａ），以及 “政治的中国”（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③
加迪 斯 （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　Ｇａｄｄｉｓ） 认 为， 行 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结 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和进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这三种二战后兴起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
路径都受到科学主义，尤其是牛顿式决定论 （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的支
配，因而它们都对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这样的结构性突变缺乏足够的解释
力和预测力。④虽然比较政治研究层次上升和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回落所形成的
跨层次分析方法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世界秩序的整体变化，但由于二者仍然将
抽象的国家作为划分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它们对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以
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实际上仍带有较强的机械决定论色彩。
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建立 “国际诱因—国内政治—政策选择”的因果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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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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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世界体系学派内部对世界体系结构特点 （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和变迁规律 （循环的还
是进化的）的认知存在分歧，但是反对将民族国家作为考察现代世界历史的分析单位却是该学派的
基本共识。关于世界体系学派的内部争论，参见龙向阳：《世界体系思想的流派与评论》，载 《暨南
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５～１９页。
路爱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与世界的未来》，载 《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１０页。
Ｌｉ　Ｘｉｎｇ，“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Ｔｈｅ‘Ｆｏｕｒ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ｘｕｓ”，ｉｎ　Ｌｉ　Ｘｉｎｇ，ｅｄ．，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ｐｐ．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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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修正。①但是，这一因果链条依然是单向的，即缺
乏对国内政治影响国际体系变迁机制的分析。与之相比，世界体系分析的意
义在于突破了将体系与单元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势。具体而言，通过世界体系
这一分析单位，研究者可以将连接体系和单元的跨国性变量，如资本积累、
阶级分化、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整合起来加以考察，这对于理
解国家行为与体系变迁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至关重要。
世界体系分析虽然与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稳定论一样，重视对经济周期
和霸权更替的研究，但它同时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即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与国家都是暂时性的历史现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
迁既有自我复制的趋势，即表现为霸权更替的 “周期性循环”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ｒｈｙｔｈｍｓ），又有产生自我否定因素的 “长期趋势”（ｓｅｃｕｌａｒ　ｔｒｅｎｄｓ），即表现
为霸权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直至霸权周期性更替难以再现的 “结构性危机”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②由此推论，西方民族国家构建与现代化经验并不是普世
的，世界秩序也不可能永远由西方世界来主导，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合理性
与合法性最终将被彻底否定，至少不能继续依靠霸权周期性更替机制来维持
结构稳定，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是世界体系学派对冷战中后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变迁趋势的基本假设。该学派不少学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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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危机的机制进行了研究。①他们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
经济长周期与霸权更替的关系———二者是这一体系中维持结构稳定的核心机
制；然后重点分析了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霸权衰落的政治经济逻辑，
以及美国应对霸权衰落的战略；最后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美国霸权的
衰落意味着霸权周期性更替机制本身的失效，美国为应对霸权衰落所采取的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战略反而加剧了这一进程。第二，新自由主义的全
球扩张加快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以及非西方
大国的崛起。这一切使全球性的经济金融中心与政治军事中心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地理分裂，从而导致全球性的霸权难以再现。第三，全球性的 “反体
系”社会运动，以及国家的内部变革，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大国的内
部变革，很可能会催生新的世界体系。
（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机制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稳定是一种周期性的动态稳定，而这种周期性
的动态稳定取决于资本和国家的力量平衡，以及资本积累等级结构的稳定。
欧洲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率先实现了这种力量平衡，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的发源地并长期处于资本积累的中心。蒂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ｙ）根据强制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的程度来划分欧洲国家的类型。其中，强制
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程度都高，并且实现了二者力量平衡的国家最终能够在
战争中胜出，进而成为地区乃至全球霸权。②阿里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Ａｒｒｉｇｈｉ）认
为，资本积累的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周期性地相互强化，是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维持结构稳定和地理扩张的核心机制。其中，霸权国家的存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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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条件，因为它能够通过集中上一周期所积累的剩余资本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和世界权力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凌驾于国际竞争之上，并促成国际合
作，从而实现更大规模的物质和金融扩张。①在哈维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看来，
国家权力在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中扩张的动力与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
为资本持续而有效率地开辟高利润、低成本的积累空间。②
现代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远比前现代国家严密，其相对自主性也更强。
但维持国内政治秩序以及谋求和维持霸权地位的成本的提高，也迫使统治者必
须不断汲取更多的经济剩余来实现国内和国际层次上的利益妥协。因此，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模式都出现了极权主义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倾向。③
２０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为了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其国内政治合法性的
侵蚀，通过构建福利国家体系培育出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保持相对独
立性的 “中产阶级”，但这同时也阻断了国内廉价劳动力的生成。与此同时，
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现代国家的构建进程，加快了旧
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其中，以苏联和中国这两个超大国家为核心的社会主
义阵营，通过消灭私有资本并抑制经济社会自由，使巨量的原材料和廉价劳
动力摆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控制。上述两个因素提高了中心地区资本积
累的成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根源。
为了应对冷战威胁的上升和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的丧失，美
国最终陷入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的 “过度扩张”之中，这极大削弱了美国维持
作为全球资本积累关键机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构稳定的能力。越南战争的
失败及其引发的战略收缩，则极大侵蚀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合法性，以及美国
霸权对西欧和日本两大中心地区盟友的威信，这导致中心地区越来越难以作
为一个整体来组织全球资本积累和应对来自体系边缘的挑战。面对过度扩张
和经济滞胀的危机，新自由主义治国方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兴
起，它旨在通过私有化、破除国内政治与地缘政治上限制资本积累的因素，
从而为产业资本获取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材料，并为金融资本开辟新的投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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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福利国家体系增加了资本积累的劳动力成本和现
代国家的统治成本，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效率。因此，解除国家权力对资本积
累的束缚，实现经济社会的 “去政治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哈维
指出，新自由主义取代福特—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国家向金融资本交权。①因
此，在中心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是以牺牲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开辟资
本积累空间的，这就削弱了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整合能力，以及为平衡资本利
益与国家利益而生的 “温和自由主义” （ｃｅｎｔｒｉｓ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意识形态的合
法性。②
新自由主义虽然起源于中心国家，但半边缘与边缘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
存在的弊端，却创造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的土壤。不可否认，社会主义
国家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发展的自
主性。但是，苏联和中国构建各自版本的 “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战略，并
没有使自身与盟友彻底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约，因为它们都没有创造
出真正具有替代性的金融机制，而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是西方国家主导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和美国赢得冷战的关键。③事实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重新融入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以接受新自由主义教条为代价的。例如，苏联和东欧在
接受了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所鼓吹的 “结构调整方案”（ＳＡＰ）后，
被改造为廉价的资本积累场所。④也就是说，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所创造的经
济剩余不仅无助于增强国家实力，反而成为了国家解体、再次被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边缘化的诱因。
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越来越将经济发展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
的来源，这也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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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①中国通过对美和解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试图从全球市场经济
中获取新的发展契机，这为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的重建打开了一
道巨大的缺口，从而将美国和西方国家从过度扩张与滞胀危机中解救出来。
而且，中国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对体系边缘地区产生了复杂的影
响。正如文安立 （Ｏｄｄ　Ａｒｎｅ　Ｗｅｓｔａｄ）所言，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导致原料价
格急剧下降，这对高度依赖原料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巨大压力；中国
国内市场的开放吸收了大量的国际大资本，这极大增强了它们的垄断能力，
从而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议价能力；中国对以物易物贸
易模式的抛弃，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中国为第三世界国
家提供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非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选择，这加速了冷战的
结束。②
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赢得冷战的关键因素。③然而，新自
由主义同时也导致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权力发生了地理上和功能上的分裂，从
而成为加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动力。第一，随着西欧和日本对
于国家自主性日益强烈的追求，美国霸权越来越难以在体系中心凝聚战略共
识。第二，东亚国家并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教条而导致
国家权威瓦解，融入全球市场经济反而激活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蕴藏的经
济潜力，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的政治合法性也得以强化，由此产生的相对稳
定的国内秩序又成为吸引更多国际大资本的因素。第三，冷战结束以来，为
了填补苏联解体形成的战略真空，美国一度陷入了依靠局部战争开辟资本积
累空间的战略狂热。在这一过程中，为海外军事行动融资导致美国的国家利
益越来越屈从于金融资本的利益，滥用军事暴力也使得地缘政治局势不断恶
化。其结果是，国际大资本进一步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为了应对这些国家
的权力增长，美国更加依赖军事暴力与军事同盟关系。第四，新自由主义在
全球范围内对国家权威的冲击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动荡，导致了恐怖主义和分
离主义的崛起。尤其是２００８年以来，各个国家在由金融资本投机所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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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中自顾不暇，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也趁势而起。这些因素
都极大削弱了既有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总之，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了一种结构性危机：一方
面，资本积累中心已经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所掌控，另一方面，在国际层次又
缺乏总体性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对全球资本积累进行管理。①
也就是说，全球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有限性之间的矛
盾，越来越难以在霸权主导下通过开辟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来
克服。
三、世界帝国、冷战与 “亚洲悖论”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日本、 “四小龙”和中国的相继崛起，国际大资本
的不断涌入，以及美国对其亚洲军事存在的强化，亚洲成为决定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命运的地方。阿锐基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Ａｒｒｉｇｈｉ）指出，“苏联解体后，世界
性军事力量更集中在美国和它最亲密的盟国手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
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使以一个国家
为基地的新世界霸权不大可能出现”。②也就是说，全球性的资本积累中心和
政治军事力量之间的地理分离，导致 “军商一体、战争立国、国强必霸”的
西方民族国家构建模式难以再现，并且成为维持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周期性
强化的机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对亚洲所造成的冲击是，既有的
国际政治结构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也就是说，亚洲快速发
展的经济一体化缺乏内生的、有效的政治安排与安全保障。韩国前总统朴槿
惠用 “亚洲悖论”（Ａｓｉａ　Ｐａｒａｄｏｘ）来概括这种现状：“一方面，各国之间在
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领土主权和历史遗留问题给
这一地区带来了紧张。”③当前，由于亚太地区存在着中国和美国分别主导经
济与安全秩序的趋势———至少在中美两国和地区其他国家的认知中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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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ｈｅｄｇｉｎｇ）成为地区中小国家普遍的行为逻辑。①因此，“经济崛起引
发权力转移，权力转移导致战争和霸权更替”的经典理论模型难以对亚太国
际关系的现实做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其根本原因在于，亚洲不是作为
抽象的政治实体的集合，而是作为一个或多个地区性的世界体系融入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的，这使得亚洲的现代国家构建和国际关系实践很难套用西方
经验。
（一）世界帝国的遗产与作为世界体系的亚洲
亚洲之所以成为国际大资本地理扩张的目的地，是因为其拥有丰富的廉
价劳动力，以及能够将这种廉价劳动力高度组织起来服从于资本和国家利益
的政治与文化结构，这是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
被世界帝国长期统治，并且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则
是亚洲没有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教条，从而能够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合理
性与合法性构成巨大挑战的根本原因。
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定义为 “一个具有单一劳动分工
和多元文化体系的单位”。世界体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共同政治体系的
世界帝国 （ｗｏｒｌｄ－ｅｍｐｉｒｅ），另一种则是被众多民族国家分享的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现代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就是起源于欧洲的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取代世界帝国，即一个世界体系取代非欧洲世界的多个世界体
系的过程。沃勒斯坦同时强调，１９世纪的 “帝国”如英国与法国并不是世界
帝国，而只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拥有 “殖民地附属物”（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ｐｐｅｎｄａ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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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国家。①事实上，欧洲国家对非西方世界的征服是通过充分利用而非彻
底消灭非西方世界既有的世界帝国所创造的政治经济结构才得以实现的。弗
兰克 （Ａｎｄｒｅ　Ｇｕｎｄｅｒ　Ｆｒａｎｋ）指出，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发现介入中
国和印度主导下的亚洲内部贸易体系比进行欧亚长途贸易更有利可图，所以
并没有尝试彻底破坏原有的维持亚洲内部贸易体系正常运转的政治经济结
构，而是 “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②在孔飞
力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Ｋｕｈｎ）看来，海外华人社会是欧洲国家的东南亚殖民地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张文木认为，英国将现代印度塑造为 “英属印度”与
“土邦印度”的混合体，这在英国霸权鼎盛时可以减小统治印度的成本，而
在英国霸权衰落后则可以防止印度洋乃至亚洲被其他大国单独控制，从而使
英国有机会重新介入亚洲事务。④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虽然起源于欧洲，
但欧洲国家资本积累的地理扩张却使这一体系的政治结构日益多元化，即体
系之中并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与世界帝国自成世界体系不同，民族国家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
结构，它只能存在于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体系性关系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之
中。⑤在基辛格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给出了分配和维持权力的方法，
但没有解答如何产生合法性”。⑥沃勒斯坦认为，由于民族国家体系缺乏统一
的政治结构，资产阶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利润被政治权力剥夺， “因为
各国统治者将不得不对多种多样的利益和压力做出反应”。⑦然而在亚洲，世
界帝国虽然没有使资本主义成为组织市场经济的主导机制，但是在组织动员
经济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上，却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在前资本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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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规律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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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就已经形成了跨族群、跨文化的超大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①这种市场经
济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并长期存在，是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世界帝国创
造了组织和动员经济社会力量的非资本主义机制。布罗代尔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指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 “反市场”力量，它必然导致经济社
会发展的失衡。②世界帝国为了在具有多元族群和文化的超大经济社会之上建
立起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必须消除空间和时间上的经济发展失衡，因而不能
让资本利益凌驾于国家权威之上。③
但是，世界帝国对经济社会的掌控远不及民族国家严密。单一民族和有
限的主权边界限定了民族国家对经济社会的义务，而服务于资本利益和应对
不断的对外战争又提高了民族国家官僚体系的效率及其对经济社会的组织动
员能力。④与之相比，由于 “经济因素在比任何政治实体所能完全控制的范围
更大的领域内发挥作用”，⑤ 世界帝国难以对具有多元族群与文化的超大经济
社会实现彻底的政治整合，但也正因为如此，亚洲超大规模的跨族群、跨文
化的市场经济才得以生成。正如沃勒斯坦所言， “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世界帝
国的框架内繁荣”，因为 “这种政治结构所必需的官僚制度吸取了过多的利
润”，减少了 “剩余的东西从低阶层向高阶层，从边缘到中心，从多数人向
少数人的流量”。⑥例如，尽管明清两大帝国不断尝试将其臣民限制在乡土社
会的农业生产中，但也未能阻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沿海地区商人利益集团
的崛起，最终甚至还试图利用海外华人所创造的经济剩余来弥补日益增长的
统治成本，而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也充分利用了海外华人这一世界帝国
的遗产。⑦此外，在朝贡体系中，朝贡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虽然是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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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亚洲市场经济的研究，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
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费尔南·布罗代尔：《１５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
强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０页。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Ａｒｒｉｇｈｉ，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ｐ．３２６－
３２９．
王国斌 （Ｒ．Ｂｉｎ　Ｗｏｎｇ）认为，比较欧洲现代国家和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机制，应当从国家
面临的挑战、具有的能力和承担的义务这三个维度来进行。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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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４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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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贡国并未因此丧失其既有的国家特性，即中国没有实现、也很少尝试对
朝贡国进行直接统治。而且，朝贡国对中国权威的认同，也取决于其与中国
的贸易是否有利可图，以及中国内部的统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否稳固，即中国
是否值得尊敬和学习。①
世界帝国的治理经验并没有随着亚洲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消失，而
是以新的形式成为现代亚洲国家构建和地区治理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朝贡
体系的经验表明，只有具有强大自给自足能力的大国才能充当体系中心，因
为这样的大国一方面能够削弱既有的体系压力对自身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够
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塑造新的体系压力。只要作为体系中心的大国能够保持
至少是形式上的政治统一和内部经济社会的稳定，就能够创造出可观的经济
剩余来维持整个亚洲市场经济网络的正常运转。例如，由于美国与中国相
似，也是一个拥有多元族群和文化的超大国家，并且对于美洲以外的地区而
言，它是一个 “外来者”，因此，美国要主导世界秩序也必须学习借鉴世界
帝国的治理经验。有学者指出，美国所建立的霸权秩序，尤其是二战后以美
日同盟为核心的亚洲资本积累与安全合作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版的朝贡
体系。②
（二）“亚洲悖论”的生成及其影响
亚洲冷战体系的独特性，以及中国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 “亚
洲悖论”产生的基本动力。美国与苏联这样的根据严密的意识形态体系 “设
计”出来，并且从大规模、长时间的工业化战争中迅速崛起的超大国家，催
生了冷战体系。英国霸权的衰落与瓦解表明，在全球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已
经被主权边界与现代民族所分割控制的时代，如果缺乏应对大规模、长时间
的工业化战争的能力，以及创造、传播与垄断意识形态话语的能力，即使垄
断了金融资本与贸易网络，也不可能维持全球性霸权，而且这种垄断地位也
将很快丧失。德国与日本在二战中的溃败，则意味着民族国家已经无法完全
通过军事手段建立霸权秩序。美苏拥有世界帝国那样巨大的经济体量，在现
代国家结构与扩张性意识形态的组织动员下，它们有比世界帝国更强的能力
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实现地缘政治意图的强大战争力量。正如沃尔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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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郑和下西洋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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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所言，“只有那些具有洲级国土规模的国家，才能在大
国层次上进行竞争”。因为规模 “赋予了它们一定的控制能力，同时使它们
免受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①虽然全球性权力逐渐集中于美国与苏联这种现
代版的世界帝国，但这种权力转移过程也是片面的和分裂的。无论是美国阵
营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苏联阵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式与社会主义制
度，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化改变了冷战两极对抗的性质，也是
后冷战时期世界权力多极化的起源。因此，虽然美国最终赢得了冷战，但是
对市场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胜利，以及极权、威权主义的消亡做出定论还
为时过早。②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经济崛
起，重塑了东亚地区的 “现代性”，这导致了冷战从东亚开始转型。③因此，
亚洲国家的内部变革和东亚经济一体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政治经济
中心地理分离的关键动力。
作为在历史上长期主导亚洲地区秩序的两个世界帝国，中国与印度通过
各自的现代国家构建倒向或亲近苏联阵营，这一方面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
中心国家失去了巨大的资本积累空间，另一方面也导致亚洲难以完全被西方
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支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所采取的战略是通过提
供军事保护与开放国内市场，将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盟友建立改造为效忠
美国的 “半主权”政治实体，进而将它们纳入为美国的亚洲冷战政策融资和
出力的军事凯恩斯主义体系。然而，与历史上的亚洲世界帝国不同，美国的
体系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亚洲内生的地区贸易网络为基础，而是建
立在军事优势和通过雅尔塔协定获得的地缘政治特权的基础之上。正如阿锐
基所言，中国的中心地位是由亚洲各个经济体的相对规模与成熟度来决定
的，而美国的中心地位则是由军工复合体的相对实力决定的。④因此，美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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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亚洲世界体系必然会发生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脱节。
中国在冷战中选择了 “反体系”的立场，而美国又是域外国家，其战略
重心还要被分散到冷战体系中的欧洲部分。因此，日本成了作为世界帝国遗
产的亚洲地区市场经济网络的主要继承者和最大受益者。然而，日本的经济
体量有限，加之其战败国的地位，使其不可能真正成为亚洲世界体系的中
心，哪怕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心。因此，日本除了要仰仗美国的政治军事庇
护，还必须严格遵循亚洲世界体系的长时段历史规律，充分利用世界帝国的
遗产，其中最重要的遗产正是遍及亚洲的海外华人资本。不仅是日本， “四
小龙”的经济崛起，以及其他东南亚海岛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同样离不开
海外华人资本的支持，它们共同塑造了新的亚洲经济相互依赖网络。①但是，
这些新兴资本积累中心的领土和人口有限，地理分布又相对分散，加之它们
的 “半主权”身份，决定了新的亚洲世界体系缺乏内生的、强有力的、具有
合法性的中心。因此，亚洲经济剩余的分配与利用，以及国家间的利益协
调、争端处理甚至边界划分，都不得不服从于美国的霸权利益与冷战政策。
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相继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实现了政治和解，
冷战最终失去了意识形态基础，巨大的经济体量也使它们获得了国际大资本
的青睐。对于美国和日本而言，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体系外的敌人变成了体
系内的竞争对手。因此，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亚洲重新形成了美日与中俄两
大集团对峙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冷战并没有真正结束，而是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发生了转型。尽管选择了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妥协，世界帝国与社
会主义实践的遗产却依然在中俄各自的国家治理和对外政策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例如，俄罗斯为了应对美国的遏制，改善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
以及为国内治理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从世界帝国治理欧亚大陆的历史经验中
发展出了 “新欧亚主义”（Ｎｅｏ－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ｉｓｍ）思想。②此外，亚洲冷战体系的
政治安排依然存在。首先，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其他领土争端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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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尚未真正完成，这导致中国虽然重新成为亚洲市
场经济的支柱，但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国内政治基础。其次，日本作为亚洲
市场经济的关键支点，却依然受制于雅尔塔体系，为了摆脱经济发展停滞和
社会危机，它很可能重新走上 “战争立国”的传统民族国家构建道路。最
后，朝鲜依然游离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朝鲜战争还处于停战状态，朝
韩两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也没有真正完成。
综上所述，在美国霸权持续衰落，而亚洲世界体系内生的、强有力的、具
有合法性的中心又无法及时生成的情况下，结构性危机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
素。从理论上看，如果某个亚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下一任霸权，倒
也可以打破 “亚洲悖论”，进而将整个体系从政治经济中心地理分离的结构性
危机中解救出来。然而，至少就目前来看，亚洲缺乏产生新霸权的基本条件。
第一，只要亚洲冷战体系的历史遗产依然存在，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驱动
的 “战争立国”战略就很可能会成为各国内政外交的主要选项。这将加速亚洲
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权力分裂，而不是权力转移。第二，中国的崛起总体上依
然是片面的，即主要是在经济领域的崛起。而且，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对
称的，两国对于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有差异。正如布赞和考克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ｏｘ）所言，“中美两国都依赖外部资本、市场和技术，但相较于美国，中国依
赖资本主义世界的程度反而似乎要更高”。①第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化倾
向将进一步加剧亚洲经济结构与安全结构的脱节甚至对立，从而增加亚洲中小
国家选择并实施对冲战略的成本。第四，美国的亚洲盟友在尚未真正完成现代
国家构建，而且对美国的国内市场和军事庇护的依赖程度依然强烈的情况下，
追随美国依然是较为现实的战略选择。可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对
崛起国和中小国家的冲击可能更大。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超大国家，中国自成
相对独立的世界体系的国家特性，决定了其内部变革客观上具有体系层次的意
义。对于中国而言，在既不可能重建传统世界帝国秩序，又不可能孤立于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今天，如何处理国内矛盾，如何利用亚洲世界帝国的遗
产，以及在全球资本积累中日益凸显的金融优势，一方面决定了美国霸权和西
方国家能否获得巩固既得利益所需的资本积累空间，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广大发
展中国家能否获得公平利用全球市场资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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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里·布赞、迈克尔·考克斯： 《中美两国 “和平崛起”之比较》，管传靖、段然译，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３５页。
　□ 当代亚太　
四、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与 “一带一路”倡议
（一）中国的国家脆弱性
中国不是、也难以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①因此，中国与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的关系必然是复杂纠结的。有学者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
现代国家，而是一个帝国；‘中国’不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民族，而是一个
由它的上层文化强制关联在一起的、缺乏内在联系和认同的社会体”。②这种
观点可能有些极端，但却指出了中国的国家特性，尤其是国家脆弱性。
由于民族国家产生于西方世界长期的政治分裂和频繁的战争冲突之中，
再加上 “资本没有祖国”，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缺乏稳定的政
治中心，这集中体现为越来越短的霸权周期。因此，通过主权、宪政和均势
等结构不断重塑国家、资本和社会之间的政治边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维
持结构稳定的基本方式。中国则与此不同。地理屏障的庇护，以及缺乏强大
的外部威胁，使得中国的中央集权能够自然形成并不断再生。然而，自然地
理条件、族群和文化差异，也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力量分布不平衡
的基础。超大的经济社会内部存在类似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 “中心—边
缘”结构。有学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指出，中国历史的演进具有多中心、
多线性和等级化的特征。③因此，中央集权始终难以对超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实
现直接统治和彻底的政治整合。其后果是，一方面，中央集权的不断再生，
导致官僚体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随之变得僵化保守且恶性膨胀，大多数经济
社会力量都倾向于通过争夺或依附政治权力来获得发展机会。正如费正清
（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所言，“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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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甘阳和马丁·雅克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用 “文明国家”（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这一概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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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 “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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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鲁西奇：《中国历
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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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新
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
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①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的实际治理能力不足，
附着于宗族关系或市场经济之上的非正式制度无序生长，并且绑架了地方政
权和基层社会。前者缺乏吸收后者参与国家政治并加以改造的合法有效的机
制，后者使国家权力难以真正深入地方基层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受制于官
僚体系的既得利益，难以通过正式制度来驾驭非正式制度的情况下，为了维
持形式上的大一统秩序，国家要么选择高度依赖暴力、皇帝的个人超凡魅力
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要么只能选择同既得利益与非正式制度妥协，而选择妥
协是历史的常态。正如傅衣凌所言， “所谓 ‘天下可传檄而定’的说法，既
说明基层社会实际上控制于地方势力手中，并可通过他们消除地方上的不安
定因素；又反映了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心理”。②滨下武志也
对这种国家治理方式进行了概括：“官僚机构并不试图介入建立在宗族、地
方和行会基础上的民间社会秩序，它只是试图通过强制性的税收来控制经
济。官员也尽力不渗入到民间秩序中去，而且他们确实也竭尽所能避免卷入
其中。在藩属地区 （藩部）也可以看到类似性质的管理模式，例如在位于中
国边疆的蒙古、西藏和新疆，都有并行的地方自治和中央派驻官僚的组织
机构。”③
可见，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是中国根深蒂固
的国家脆弱性，这不仅导致了世界帝国的 “治乱循环”，也使得中国现代国
家的构建经常陷入困境。杜赞奇 （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　Ｄｕａｒａ）发现，在晚清和民国时
期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统治者为了应对频繁的国内和对外战争，创
造出一种掠夺性的财政金融结构，即 “赢利型经纪”，它是现代的国家官僚
体系与传统的基层社会非正式制度狼狈为奸的产物。④ 费正清指出，“帝制时
代的机构，可能以新的名目出现。例如古代的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
会变成街道办事处，或者２０世纪以前的下级士绅后来变成了民国时代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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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劣绅，以及成为继他们之后而出现的党员干部和今天的农村党委书记”。①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所谓的 “盛世”，只不过是经济社会还能够产出足以维
持各种利益集团妥协共存与大一统秩序合法性的经济剩余。然而，由于自然
灾害频繁，人口过度增长，加之国家治理的灵活性不足、政治纠错能力低
下，经济剩余往往不能持续稳定地产生。此外，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后，中国经济剩余的产生还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稳定。因此，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始终存在不断扩大的风
险，国家治理也随时面临巨大的考验。
尽管如此，长时段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能够维持哪怕只是形式上的政
治统一，保证较长时间的国内和平，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人口就可以很容易地
创造出可观的经济剩余。此外，亚洲 “不对称破碎”的地缘政治结构对于中
国而言是一种优势，这使得中国即使遭遇外部入侵或陷入孤立，也拥有巨大
的战略回旋余地。②因此，中国倾向于通过财富诱惑和文化吸引力的非暴力手
段，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方式来处理对外关系。但这并不是中国仁慈慷慨
的文化基因的产物，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在对
外政策上的表现。庄国土认为，朝贡制度并没有将中国的东南沿海的商业资
本转化为对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因为它只是一种 “根据一厢情愿
的中国文献演绎出来的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其存在的基础是 “中国统
治者虚骄的自我标榜和官吏文人为取悦皇上的阿谀奉承，以及海外诸国统治
者或官员和商人以朝贡名义谋求经济利益”。③因此，当西方国家侵入亚洲世
界体系后，中国无力也无心对朝贡国加以庇护，甚至最终自身难保，中国的
中央政权随之丧失了国际威望，其国内政治合法性也随之瓦解。
（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质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
中国是以边缘国家的国际身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但独特的世界
秩序观和世界帝国的历史记忆，使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身份困惑比其
他边缘国家更加强烈。正如基辛格 （Ｈｅｎｒｙ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所言，中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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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前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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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民族国家体系的方式决定了它不可能永远顺从地遵守西方世界制定的规
则。①在外部入侵所催生的 “受害者心态”的支配下，中国既有成为民族国家
体系中平等一员的理想，更有重建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理想，这在毛
泽东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即国内政治中的 “继续革命”与对外政策中的
“输出革命”相得益彰，二者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②实际上，为了继承世界
帝国留下的传统势力范围，塑造民族与主权的边界，中国革命和现代国家构
建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世界帝国的治理经验。在汪晖看来，如果彻底抛弃清
王朝 “多元性帝国”的治理体系，现代中国将失去大量领土。因此， “中国
近代的民族运动和国家建设将前１９世纪混合型的普遍主义帝国体制的若干
特征和内容直接地转化到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之中”。③王赓武指出，对中
国而言，“党国” （ｐａｒｔｙ－ｓｔａｔｅ）是 “皇朝”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ｔａｔｅ）的现代表现形
式，它肩负着塑造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的责任。④沈志华认为，冷战时期中国
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 “天朝”观念，而 “世界革命”和 “不
断革命”的思想又强化了这种观念。⑤可见，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增加了它与
外部世界关系的复杂性。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何对发展不平衡的超大经济社会进行政治整
合，即处理好经济社会自由与政治统一，集权与分权，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是困扰中国统治者们的千古难题。在孔飞力看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有
三项 “根本性议程”：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
强的目标协调起来；第二，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第
三，国家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⑥汪晖认为，辛亥革命以
来的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在 “革命” “解放”和 “合法权利”等名义下，将
个人重新组织到国家主导的集体体制之中，从而赋予了现代国家对于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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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直接的控制权。①总之，建立起兼具有效性与合法性的中央集权，将庞大
的廉价劳动力人口从各种剥削性的非正式制度中解放和组织起来，在限制国
家权力恶性膨胀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根
本任务。
然而，毛泽东试图抑制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自由，并且切断中国与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的联系，进而利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发
展、防止官僚体系产生既得利益集团的设想，最终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在对抗性的冷战国际体系中，以牺牲经济社会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国家安全与
政治统一，实属无奈的历史选择，毕竟战争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强大动
力。②但是，试图通过构建高度同质化的政治结构和理想化的意识形态本身就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何况还要利用它们对多元性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超
大经济社会进行改造。中国历史上鲜有成功的案例。早在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夕，英国外交部对中国的未来就做出过这样的预见： “我们尤
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
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
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
可以说为时过早。”③
尽管如此，根深蒂固的国家脆弱性并不能否定中国的大国地位，因为强
大的自给自足能力和世界帝国的遗产决定了中国无论选择孤立还是融入，都
能够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迁产生结构性的影响。这无疑增加了中国与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正如章百家所言， “每当国际体系发生重
大变动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内部出现深刻变化的时候。……每次国际体系的
转换，在其初期看来往往对中国不太有利，然而每次变动的结果都是中国的
国际地位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也有所扩大”。④因此，
中国与西方国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即使不是对抗性的，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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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９６页。
关于战争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作用，参见李月军：《从传统帝国到民族国家———近代中
国国家转型的战争逻辑》，载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２６～４５页。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９日）》，载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２）》（第１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８页。
章百家： 《改变自己影响世界———２０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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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竞争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既得益于又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用新的战略来指导国内治理与对
外政策。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再次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结构都
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 “在资本主义世界，以人均收入衡量的国民财富是国
家实力的主要来源。即使追求国家实力的目的是要让世界朝着社会主义的方
向改变，中国共产党也只能根据现存的资本主义规则来参与世界政治的游
戏，除此别无选择”。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越来越取决于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
绩效，即通过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来维持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妥协。然而，
将政治合法性仅仅建立在经济绩效的基础上，加之中国基层社会所蕴藏的民
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强大能量，很容易强化在长时段历史中形成的国家脆弱
性。②事实上，当前创造经济剩余所依托的国家治理结构是由犬牙交错的官僚
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垄断资本利益共同支配的。与此同时，庞大的廉价劳
动力人口作为创造经济剩余的主体，却无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影响实际的政治
过程的方式和途径。也就是说，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中央权威与基层社会建
立政治联盟，而这种政治联盟恰好又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经验，也是社会
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一旦经济剩余的产出不能首先足以维持既得
利益集团内部的妥协，进而维持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利益妥协，现存的国家治
理结构将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
致沿海与内陆地区在国际化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不同，进而在国内政治和外交
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③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国家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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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指出，“……国民经济也不可能永远好下去。因此，一旦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一
旦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再以每隔几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胃口早已被吊大的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就会
向同一个方向集聚”。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二
版序，第７页。
谢淑丽：《国际化与中国的经济改革》，载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
国内政治》，姜鹏、董素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９～２２０页；苏长和：《国际化与地
方的全球联系———中国地方的国际化研究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１１
期，第２４～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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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改革的过程中越来越 “投鼠忌器”。①
中国经济剩余的产出不仅与自身的国家治理结构密切相关，更与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治理结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客观上同样需要不断
开辟低成本、高利润的资本积累空间才能维持国内利益的妥协，而且这种战
略需求可能比西方国家更加强烈。但是，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金融
和贸易规则的最初制定者。因此，中国虽然能够凭借由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人
口支撑起来的制造业在全球资本积累中获得巨大利益，但是在全球资本积累
中却处于较低的等级地位，因而必然要为此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冷战结束
至今，中国的对外政策大体上还是坚持了 “韬光养晦”的原则。而且，随着
对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组织参与率的提高，并且从遵守国际规则以及
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中受益，中国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②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增加了中国在国际层次乃至国内政治中进行批判性
的制度创新的成本。其中，为了海外投资的安全与国内资本积累的顺利进
行———这两者是高度关联的———中国不得不对边缘与半边缘地区的 “反体系
运动”尽可能采取回避甚至反对的态度。沃勒斯坦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与反
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中国迄今为止处于奇怪的缺席状态。……中国正在
失去参与最近的将来最重要的政治斗争的机会。……事实上，中国全力推进
经济增长恰恰是令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变得更加尖锐的因素之一。因
此，在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会瓦解掉”。③长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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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指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政府的政策大规模向资本倾斜。……政府没有让
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式的抗争，或是利益集团式的讨价还价的勇气”。参见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二版序，第５页。在汪晖看
来，“中国在２０世纪末期迎来了大规模的 ‘工人阶级再形成’的时代。产业转移也意味着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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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政治的衰落和转型中发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快速地 ‘中性化’正是这一转型的政治特征，其
结果是新的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没有自己的代理人，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朝向资本集中的方向倾
斜”。参见汪晖：《再问 “什么的平等”？———论当代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 （上）》，载 《文化纵
横》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６７页。大卫·哈维也尖锐地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道路……国家操
控的市场经济，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 （年均增长１０％），并提高了相当多人民的生活质量。但经济
改革也造成了环境破坏、社会不平等，最终还有某种看上去令人不安的事情———资产阶级力量的重
建”。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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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国将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滞后于经济增长，并且缺乏非西方发展中国
家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霸权进行直接对抗。
根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迁的历史经验，当崛起国在开辟资本积累空间
和巩固国内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面临困境时，通常会实施两种 “战争立国”
战略。一是像德国与日本那样，直接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开辟低成本、高利润
的资本积累空间，并且利用战时动员机制整合国内经济社会。二是像美国那
样，通过利用或间接制造地缘政治危机，进而投资海外战争的方式输出剩余
资本、转嫁国内矛盾。然而，暂且抛开主观意愿不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
构性危机的出现和蔓延，使得当今中国缺乏通过 “战争立国”战略谋求单极
霸权的客观条件。第一，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整个国际社会失去了
对新世界体系的想象力和构建热情。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高度依赖新
自由主义化的世界体系，都希望在结构性危机彻底爆发之前，尽可能在全球
市场中大赚一把。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霸权自然或被动的快速衰落缺乏合法
性基础。第二，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西方世界内部矛盾的扩大，以及中小国
家追求发展自主性的动机与能力的增强，真正的全球均势正在逐渐形成，这
导致即使是美国也难以顺利实施 “战争立国”战略。第三，起源于西方世界
的全球经济危机，西方民主制度逐渐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以及美国新保守
主义战略造成的地缘政治乱局，极大地削弱了 “华盛顿共识”的合理性与合
法性。但是，非西方世界又缺乏能够与西方世界相抗衡的 “现代性”话语。
例如，所谓 “北京共识”或 “中国模式”尚未经受足够的历史检验，甚至这
些概念本身也饱受争议。因此，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没有共识、没有榜样的
全球性焦虑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崛起”与 “不称霸”的承诺就成为
了中国在外交上仅有的政治资本。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中国就不可能有成熟的外交
决策机制；如果不能消除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进而理顺超大规模经
济社会内部的复杂利益关系，并对其完成真正的政治整合，中国就不可能形
成清晰长远的对外战略。施韦勒 （Ｒａｎｄａｌ　Ｌ．Ｓｃｈｗｅｌｅｒ）认为，国家内部的
精英共识、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以及政府／政权脆弱性等变量，决定了
国家应对外部威胁的行为逻辑。①文安立指出，除非中国政府能够建立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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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代表性，否则中国很难灵活地调整自身与世界的关系。①因此，在现代
国家构建的根本任务尚未真正完成之前，中国必须要思考还能在多长时间内
从美国霸权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获得多大的利益，进而要思考如何在
尽可能避免触及中心国家与美国霸权的战略底线、提高它们对华战略容忍度
的前提下，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本文认为，中国只有主动肩负起大
国责任，将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整合起来，尤其是要主导构建一个能够
代表大多数国家利益，尤其是半边缘、边缘国家利益的新世界体系，才能防
止自身尚未实现全面崛起，就同美国霸权发生冲突，并且与中心国家一起被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所吞没。
（四）“一带一路”倡议是具有世界体系构建意义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受益于、也受制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一
方面，中国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引进西方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并且获得自由进
入全球市场，尤其是西方国家市场的机会，而有限的国家实力决定了中国无
法承受与美国霸权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进行直接对抗的代价。因此，中国必须
接受并适应既有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国家实力与
国际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同时与其他新兴大国
形成竞争关系，并且引起中小国家的疑惧。因此，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
实的负责任的大国和强国，必须对新世界体系的构建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不
能局限于对陷入结构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技术上的修补。在这一
过程中，中国必须通过和平手段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新秩序。无论是作为
世界帝国，还是处于民族国家体系，像中国这种建立在具有多元族群和文化
的超大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超大国家，都自成一个世界体系。这决定了它难
以学习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 “优等生”。也就是
说，中国要成功改革当前不可持续的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从而摆脱根深蒂固
的国家脆弱性的束缚，最终必须依托于一个新的世界体系。 “一带一路”倡
议正是具有世界体系构建意义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战略。
如前所述，由于具有强大的自给自足能力，美国和苏联这样的超大规模
的现代国家的崛起，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迁创造了新的结构性因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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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亦如此。从大国兴衰的角度来看，苏联兴亡、美国称霸和中国崛起共同构
成了２０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变迁的主线。这三个国家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
族国家，而是现代版的世界帝国。二战后，随着非西方世界逐渐被现代民族
与主权的政治边界 “保护”起来，利用殖民战争开辟资本积累空间和创造地
缘政治势力范围的大国竞争方式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都被极大地削弱了。因
此，通过国内发展的 “示范效应”或政治军事干涉使国内治理方式在体系层
次社会化，成为新的大国竞争方式。与欧洲霸权相比，美国霸权的一个新特
征在于， “不能提供公平的国民福利的国内体制会削弱霸权”。①摩根索
（Ｈａｎｓ　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认为，美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都是 “民族主义化的普
世主义”。②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和中国在第三世界的竞争正是这种意识形
态的产物。正如文安立所言，“冷战最重要的方面既非军事亦非战略，而且
也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它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关联的方
面”。③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国内治理的成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这些
超大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合法性，甚至它们国内政治的合法性。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的国内治理方式的竞争实际上更加激烈，并且
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其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结构
性矛盾却日益加剧，国内治理方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而中国的复兴则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华盛顿共识”的合法性。④ 当前，中美竞争越来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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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马荣久等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中文版序言第４页。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６３～３６５页。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译，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２０１２年版，中文版序言第３页、正文第４０８页。
布热津斯基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指出，“美国梦”是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但只要中国按
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并且不出现大的经济或社会危机，其政治体制和现代化经验就会成为 “美
国梦”的主要竞争对手。参见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
等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５页。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分析，参见胡鞍钢： 《美国为何衰
落》，载 《学术界》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５～１３页；赵可金：《民主的困惑：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政治逻
辑》，载 《美国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３４～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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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自国内发展模式的竞争，① 以及各自主导的国际制度的竞争。② 不难发
现，这些国际制度或多或少地带有各自国内治理方式的特征。例如，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简称亚投行）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制造能力对
全球经济复苏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一
种拓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则强调贸易自由、知识产权和信息
透明度的重要性，有鲜明的美国特色。因此，国际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
通过国内治理方式在体系层次的社会化来消除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一种
尝试。
事实上，中国经济社会与亚洲世界体系具有相似的结构，发展不平衡是
二者的共同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中国治理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的经验能够在整个亚洲世界体系内进行推广。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全
球资本积累中的等级地位明显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后者的发展依附于前者
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次国家结构在经济领域分别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的不同等级，它自身就是一个小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带一路’贯
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
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③ “一带一路”倡议以 “丝绸之路”这个
世界帝国时代的全球化遗产为切入点，旨在将中国的内部变革与亚洲乃至整
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合起来，构建 “命运共同体”，这顺应了中国经
济社会与亚洲世界体系变迁的长时段历史规律。例如，作为亚洲世界体系长
时段历史变迁的产物，海外华人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成为了 “帮助
外资与中国劳动力、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见面的 ‘媒人’……这种联盟比向美
国、欧洲和日本公司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成功得多”。④因此，中国拥有了一
种超越国家边界的市场经济资源。跨国性的华侨华人社会不仅是一种经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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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认为，“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不在于两国的外交和相互认知，而在于
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王缉思编著：《大国关系》，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序言第Ⅵ页。
贺凯将这一现象称为 “制度制衡”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参见 Ｋａｉ　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新华网，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０３／２８／ｃ＿
１１１４７９３９８６．ｈｔｍ。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Ａｒｒｉｇｈｉ，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ｐ．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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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优秀的文化和发展经验在国际层次的社会化，从而有
利于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化。
中国如果要真正起到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作用，必须更加重视非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传统，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国而
言，亚洲市场经济的非资本主义传统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的历
史遗产，客观上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扩大设置了底线。正因为如
此，中国才能在冷战后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狂潮之中，拒绝全盘接受新
自由主义教条，从而依然保有一个相对强大的现代国家结构。我们应当清醒
地认识到：试图依赖廉价劳动力来巩固和扩大中国在全球资本积累中的优势
是不可持续的，广大劳动者不能被毫无保障地抛向市场经济并且任由资本去
支配。如果为了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放任政治权力与资本勾
结，将会动摇社会主义政权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根基，从而强化
中国的国家脆弱性。而且，如果这种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方式随着中国参与
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走向世界，那么一方面，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会越来越
难以容忍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本积累中处于边缘等级的发展中
国家也会将中国视为与西方世界一样的剥削者。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缩小国内地区、城乡间发展差距的主要手段
是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国内资本与跨国资本创
造了巨大的资本积累空间，而且起到了组织动员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人口，将
地方发展战略整合到国家发展战略之中的作用。中西部内陆地区的高速公路
与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资本能够更快、
更广地流向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而且，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通过对
人力和物力大规模的组织动员，中央政府增强了对各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整
合能力。与毛泽东时代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非服务于应对
外部战争威胁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目标，而更多的是顺应了中国经济社
会自然生长，以及中国主动参与全球资本积累的必然要求。因此，尽管大规
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压力，但最终受益的还
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这不仅能够满足中国消
除国内发展不平衡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也能够促进亚洲国家在
地区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脱节的情况下开辟新的合作空间。通过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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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 “互联互通”来实现其他领域的 “互联互通”，使中国广阔的内陆腹地
的发展能够同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地缘政治经济破碎带的发展整合起来。
这不仅有助于激发中国内部和亚洲世界体系潜在的经济活力，也有助于防止
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危机。为了推进大规模的跨国基础
设施建设，中国必须主导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那种服务于霸权更替的国际金
融制度，这种制度必须能够防止金融资本蜕变为专注于投机食利、掠夺实体
经济与基层社会，进而在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制造等级秩序的消极力量。这
也是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关键。亚投行的成立已经迈出了
第一步。但是，我们不能将亚投行乃至 “一带一路”倡议庸俗化为大型的投
资和经济援助项目，构建新型世界体系才是其最终目标。
在霸权秩序以及霸权更替机制本身逐渐失去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情况下，
构建新型世界体系应当以去等级化为原则，但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西方国家
的既得利益，进而有引发国际冲突的风险。而且，强调 “互联互通”也很可
能激发中小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因此，中国为了实施 “一
带一路”倡议而发起或主导的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一方面必须有针对性地
确保最不发达国家和最底层的社会群体成为最主要的受益者。正如汪晖所
言，“现代国际主义的传统需要被重新提出来———不是那种输出革命式的国
际主义，而是真诚关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社会权利，在全
球范围内探索一条平等、民主和共同发展的道路”。①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
考虑并协调各大国现实的势力范围与利益关切，② 以及沿线中小国家执政精
英的派系分化和现实需求。③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各个地区的历
史遗产，以及各个国家成功的治理与发展经验及其在国际层次上的社会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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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载 《文化纵横》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３５页。
有学者认为，大国协调是推进国际安全治理，尤其是东亚地区安全治理较为现实的路径。
参见郑先武：《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４９～６５页；郑
先武：《东亚 “大国协调”：构建基础与路径选择》，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８８～
１１３页。
在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对其对华政策的影响是
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然而，国内学界对此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也折射出国别和区域
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对于这一问题比较有启发性的研究有：查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
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２０～１３９页；周方冶：《“一带一路”建
设政治环境评估的思路与方法———基于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案例分析》，载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６６～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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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有学者指出，“我们讨论 ‘一带一路’、亚
投行等议题时，需要集中关注的，恰恰是新兴经济内部的 ‘国家—市场—社
会’复合体的性质，是如何在区域治理和世界秩序层面得以 ‘外部化’
的”。①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将国内发展改革和国际秩序变革有机统
一起来的产物，它试图通过创造国际需求，解决国内产能过剩问题，促进经
济转型，并且提升中国对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尤其是经济治理体系构建的影
响力。因此，“一带一路”倡议集中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世界秩序观，
从而为构建更具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新型世界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
五、结　语
冷战的结束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重新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陷入结构性危机，而我们又难以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从而缺乏
对新世界体系的想象力的今天，重新思考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以及非西方世界
的历史经验无疑是有益的。
从民族国家体系取代世界帝国，再到世界帝国以民族国家的形式重现，
最终又呼唤一个去等级化的世界，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似乎经历了一个 “正
—反—合”的过程。亚洲秩序的变迁和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则是这一过程的
重要缩影。无论在前现代世界，还是在现代世界，甚至在后现代世界，中国
都能够通过主动或被动的内部变革引起体系层次的结构性变迁。这否定了国
家只能在体系压力下被动调整自身的行为，而无法改变体系本身，从而证明
了 “体系”与 “单元”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将国家行为归因于抽象的体系
模型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益于指导实践。尤其是按照西方历史经验下的权力
转移与霸权更替理论，中国作为崛起国，在国家实力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尚
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选择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新世界秩序构
建，无疑是一种透支国力的非理性行为，而且 “一带一路”倡议本身的前景
也是黯淡的。然而，从另一视角来看，在既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已经
出现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谁能够率先将自身的发展与新世界体系的构建结
合在一起，进而发展出新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结构形式，谁就能获得真正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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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昕：《国家资本主义兴起视野中的 “一带一路”》，载 《文化纵横》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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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优势地位。也就是说，中国长远的发展机遇不是等来的，而只能通过自身
的努力创造出来。这是因为，同样是按照西方历史经验下的权力转移与霸权
更替理论，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不可能继续容忍中国在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自然而然地达到权力转移与霸权更替的 “临界点”。
当今中国的发展既受制于又得益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中国重新融入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既导致了全球性的权力转移，也加剧了全球性的权力分
裂，从而为这一体系的未来增加了不确定因素。不确定性未必意味着危机，
也可能孕育着新的希望。作为相对独立的世界体系，中国和亚洲在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中的崛起既是学习新的社会化经验的结果，也得益于对历史遗产的
继承。“一带一路”倡议试图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整合起来，是中国
从 “韬光养晦”和 “独善其身”到 “有所作为”和 “兼济天下”的转折点，
它带给世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又一次的霸权更替。新的实践经验催生新的
理论。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应当，也能
够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中发展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不仅有利于解释
和指导中国自身的实践，而且中国经验所蕴含的一般性的理论逻辑，也将为
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带来新的活力。这实际上也是批判西方中心
主义，以及中国这样自成一体的超大国家参与新世界秩序构建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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